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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乐观偏差是指人们趋向于认为好事发生在自己身上 , 坏事发生在他人身上的一种心理期望

(Weinstein, 1980)。乐观偏差的研究范式主要有社会比较范式、过去未来想象范式以及信息转变任务范式。运

用 fMRI 对乐观偏差研究发现, 乐观偏差的神经机制主要涉及前喙扣带皮质和杏仁核、前额叶、多巴胺等。未

来要结合社会比较和信息转变范式对乐观偏差进行测量; 研究乐观偏差认知机制的神经机制 , 特别是采用

ERP 技术研究乐观偏差的认知机制; 同时要进一步揭示不同亚型乐观偏差的神经机制; 最后还要开展乐观偏

差影响心理健康的神经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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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让我们十分不解的问题是: 为什么乐观
总是普遍存在? 即使当我们遭遇连续不断的天灾
人祸(如汶川地震)时, 我们总能对未来存在积极
的认知偏差。根据增强学习理论 (reinforcement 
learning theory), 当个体面临不确定情景因素时, 
个体会调整他们的预期进行决策选择(Sutton & 
Barto, 1998)。然而, 研究者们提供了这样一个证
据：在未来不确定的情景下, 人们却常常未能产
生现实的期望 , 即总存在比较乐观的心理预期
(Sharot, Korn, & Dolan, 2011)。  

乐观偏差(optimism bias)是人类一种很重要
的认知偏差(Kahneman, 2011)。以往研究认为乐观
偏差是普遍存在的, 人们对各种不同风险事件的
认知判断有乐观偏差(Weinstein, 1980)。最近研究
发现, 乐观偏差体现在个体对过去未来事件的选
择偏好上 , 个体对积极的意愿事件 (desir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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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ts)存在较好的认知加工, 对消极的非意愿事
件(undesirable events)存在较差的认知加工, 并且
乐观偏差受多巴胺功能的调节(Sharot, Riccardi, 
Raio, & Phelps, 2007; Sharot et al., 2011; Sharot, 
Guitart-Masip, Korn, Chowdhury, & Dolan, 2012)。
随后 , Shah (2012)对这些研究给予了高度评价 , 
认为这些研究揭示了乐观偏差是如何在大脑中产

生、保存和维持, 并指出当前已经取得了乐观偏
差认知神经机制的证据。 

虽然对于乐观偏差的研究已经扩展到各个学

科领域, 但大多是行为层面上的研究, 较少认知
神经科学的研究。那么乐观偏差的产生与哪些脑

区有关？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方法来对乐观偏差进

行操纵和控制？这些问题对于揭示乐观偏差的认

知神经机制非常重要。 

1  什么是乐观偏差？ 

1.1  乐观偏差的概念 
乐观偏差的概念衍生于丹尼尔 •卡尼曼

(Daniel Kahneman)及其同事关于不确定条件下判
断与决策的理论与研究 (Kahneman, 2011)。
Weinstein (1980)首次指出, 乐观偏差是指人们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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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于认为好事发生在自己身上, 坏事发生在他人
身上的一种心理期望。这种现象也被称为非现实

的乐观主义 (unrealistic optimism)、比较乐观
(comparative optimism)。从乐观偏差的定义可以
看出, 乐观偏差主要存在两种亚型：一种是指向
积极事件的乐观偏差(认为积极事件发生在自己
身上); 另一种是指向消极事件的乐观偏差(认为
消极事件不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 

对于乐观偏差概念解释最多的理论是社会知

觉理论。该理论认为, 乐观偏差是自我知觉的一
种证实性偏差(confirmatory bias), 人们常常会夸
大自己在某种事件中的作用性倾向, 即夸大自己
面对消极事件和积极事件时的积极性质(Chapin 
& Coleman, 2006)。乐观偏差的产生也是个体的一
种防御性归因偏差(defensive attribution bias), 个
体认为他人比自己更多地遭遇消极事件, 而自己
更多地遭遇积极事件 (Weinstein, 1980; Harris, 
Middleton, & Joiner, 2000; Shepperd, Carroll, 
Grace, & Terry, 2002)。 
1.2  乐观偏差的认知机制 

随着研究者对乐观偏差的深入研究, 研究者
试图从认知机制上来对乐观偏差进行解释。近年

来, 在乐观偏差的认知机制研究中, 代表性的学
说主要有自我中心主义(egocentrism)和聚焦主义
(focalism)。 

自我中心主义的研究始于皮亚杰(Jean Piaget)
关于儿童自我中心主义的研究, 当初是指婴儿在
判断和行为中有受自己的需要与感情强烈影响的

倾向 (Piaget & Vonèche, 2007)。Weinstein 和
Lachendro (1982)首次提出自我中心主义影响个
体对生活事件的评估, 并且认为自我中心主义是
乐观偏差产生的一个重要认知机制。研究发现 , 
当个体把更多的注意力投向自己时, 就会高估自
己的能力, 增加风险率, 并且增加自我积极性偏
差 , 产生乐观偏差 (Chambers & Suls, 2007; 
Ehrlinger & Eibach, 2011; Kruger & Burrus, 2004; 
Windschitl, Kruger, & Simms, 2003; Windschitl, 
Rose, Stalkfleet, & Smith, 2008)。自我中心主义者
由于把自己看成锚定的对象, 并且参照自我水平
进行比较 , 很容易产生 “高于平均水平 ”效应
(above-average effect), 这个过程就会使个体在社
会比较中形成乐观偏差。 

聚焦主义是个体更多地关注与自我有关的焦

点事件, 更多地关注自我经验与知识感受, 以至
于在社会比较的过程中倾向于产生乐观偏差(Lam, 
Buehler, McFarland, Ross, & Cheung, 2005)。个体
很容易被处于焦点位置的事物所吸引, 因此会给
予焦点位置的事物更大的权重。在社会比较过程

中, 人们会表现出对焦点事物信息加工的差异。
因为, 人们对于“A与 B相比谁高”和“B与 A相比
谁高 ”的心理预期存在不等价性 (Chambers & 
Windschitl, 2004)。和自我中心主义相比, 聚焦主
义产生的乐观偏差效应小于自我中心主义

(Windschitl et al., 2003; Kruger & Burrus, 2004; 陈
瑞君, 齐秦文, 2010)。自我中心主义和聚焦主义引
起乐观偏差的差异在于, 社会比较过程中存在不
同的参照情景效应(Krizan & Suls, 2008; Krizan & 
Windschitl, 2007)。在社会比较判断的过程中, 当
个体自我处于焦点位置时, 个体存在更大的乐观
偏差; 当他人处于焦点位置时, 虽然个体会减少
乐观偏差, 但是这种减少是于事无补的, 因为个
体不会对这种转变了焦点位置的判断做出策略性

的调整(Chambers & Windschitl, 2004), 因此也会
产生较小的乐观偏差。综上可见, 自我中心主义
和聚焦主义都能够产生乐观偏差, 但是前者比后
者产生更大的乐观偏差效应。 

2  乐观偏差的研究范式 

2.1  社会比较范式 
采用社会比较范式研究乐观偏差是一种常用

的方法, 通常社会比较分为直接比较和间接比较, 
并且这两种比较方法各有特点(陈瑞君 , 秦启文 , 
2010)。直接比较是一种非常明确和简单的方法, 
但是往往会引起更大的乐观偏差。直接比较要求

被试在同样的情景中和其他对照者进行比较, 例
如, “与其他同等人相比, 你认为自己完成某项任
务的可能性……”, 然后让被试采用 5点或 7点量
表进行评估。这种比较得出的结果往往是个体存

在更多的“高于平均水平效应”偏差。间接比较是
让被试分别进行两次判断, 即先在一个问题上评
定自己经历某个事件的可能性, 然后在第二个问
题上评定其他同等人经历同样事件的可能性, 两
次比较的差异就是间接比较效应。对于积极事件

而言, 如果被试评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概率大于
其他同等人, 则表明被试存在一定程度的乐观偏
差; 对于消极事件而言, 如果被试评估发生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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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身上的概率小于其他同等人, 也表明被试存在
一定的乐观偏差(陈瑞君, 秦启文, 2010)。有研究
者发现, 间接测量得出的乐观偏差效应要小于直
接测量(Moritz & Jelinek, 2009)。 

目前 , 大量的研究采用“社会比较的方法”, 
得出的结果往往是乐观偏差普遍存在, 不过有研
究者指出这样研究是有问题的 (Moore & Small, 
2008)。目前, “社会比较的方法”存在研究方法学
上的争议(Harris & Hahn, 2011)。例如, 社会比较
采用自我为中心和焦点的比较, 存在“高于平均水
平”效应, 这样对于其他个体存在比较的不公平性。
可见, 社会比较范式夸大了乐观偏差效应。在解释
乐观偏差的认知机制时, 往往认为自我中心主义与
直接比较产生的乐观偏差有关, 聚焦主义与间接比
较产生的乐观偏差有关(陈瑞君, 2012)。 
2.2  过去未来想象范式 

过去未来想象(past-future imaging)是一种可
以诱发乐观偏差, 同时能更好地反应被试心理愿
望的研究范式。Sharot等人(2007)首次设计了过去
未来想象的研究范式。其基本的模式是：第一, 选
取生活事件中发生的积极、中性、消极片段事件, 
要求被试对这些事件进行简单的描述, 然后界定事
件发生的条件(过去、将来)。第二, 让被试对这些事
件与自己的相关性进行反馈。例如, 一旦这些生活
事件在大脑中形成时, 就按键。第三, 最后被试对过

去和未来事件的其他属性进行评定(Sharot et al., 
2007)。例如, 对这些事件在大脑中发生的生动程度、
体验强度、时间持续多久、与被试自己有关的程度

进行评定。这种通过事件激发过去记忆和未来情景

事件的乐观偏差就是过去未来想象范式。 
过去未来想象范式应用于个体对过去、未来

事件的自我评估 , 过去未来想象范式可以很好
地对个体乐观偏差进行测量。当个体回忆起过去

的事件或展望将来情景时 , 被试可以通过按键
或者做标记的方式进行最后的反馈 , 这种反馈
方式可以避免实验者测量乐观偏差过程中的期

望效应。过去未来想象范式是通过诱发过去未来

大脑中对情节事件的回忆和瞻望 , 因此可以通
过这种范式看到乐观偏差形成的整个过程。但是, 
过去未来想象范式不能深入研究乐观偏差如何

在现实中的保持 , 且具有一定的主观依赖性 , 
研究者不能够对乐观偏差进行实际的操纵

(Sharot et al., 2011)。  
2.3  信息转变范式 

信息转变任务(information updating task)是
Sharot 等(2011)提出一种新的研究乐观偏差的实
验范式。其基本的思路是：首先, 让被试对事件(消
极或积极)进行一次评估, 评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
概率记为 P (A1)。其次, 呈现给被试该事件(和第
一次评估相同的事件)在相同的情景和环境下发 

 

 
 

图 1  信息转变范式的程序流程 

(资料来源：Sharot, T., Korn, C. W., & Dolan, R. J. (2011). How unrealistic optimism is maintained in the face of reality. 
Nature Neuroscience, 14(11), 1475–1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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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其他人身上的概率为 P (B)。最后, 等被试执
行评估完所有的事件之后, 再次让被试执行相同
的任务, 即对该事件进行发生在自己身上概率进
行评估, 记为 P (A2)。(图 1, 以“癌症”事件为例, 
阐明信息转变范式)。 

为了研究的方便, 第一次任务评估的偏差为
E (A1), 第二次任务评估的偏差为 E (A2)。而第一
次任务和第二次任务的信息转变为 Update (A), 
转变的偏差为 UpdateE (A)。 

(1) E (A1) = P (A1) – P (B) 
(2) E (A2) = P (A2) – P (B) 
(3) Update (A) = P (A) – P (B)  
(4) Update E (A) = E (A1) – E (A2) 
对于信息转变 Update (A), 若该事件为消极

的非意愿事件, Update (A) > 0, 则说明引起对该
消极事件的乐观偏差; Update (A) < 0, 则说明引
起对该消极事件的悲观偏差。相反, 如果该事件
为积极意愿事件, Update (A) > 0, 则说明形成悲
观偏差; 反之, Update (A) < 0, 则表明存在对该
积极事件的乐观偏差。如果 Update (A) = 0, 则表
明不存在乐观偏差和悲观偏差。 

Sharot, Guitart-Masip等(2012), Sharot, Kanai
等 (2012)进一步对“信息转变”范式进行了补充 , 
以来控制个体记忆效果对概率事件评估的影响。

研究者让被试回忆之前呈现的相应积极和消极事

件的概率为 P (C), 整个过程中, 被试的记忆错误
为 ME (A), 并且研究者发现记忆错误与之前呈现
该事件的概率无关, 即发现个体对这些事件存在
良好的记忆效果, 个体并不是根据记忆经验对概
率事件进行客观评估, 而是以乐观和积极的方式
进行概率评估。 

(5) ME (A) = | P (B)-P (C) | 
2.4  小结 

已有的各学科领域的乐观偏差大都来自于社

会比较范式的研究。不过社会比较范式往往会夸

大个体的乐观偏差(Harris & Hahn, 2011)。正如
Chambers 和 Windschitl (2004)认为的那样, 根据
正态分布的原理, 大部分个体并不是高于平均水
平或遭遇到更多的未来积极事件。过去未来想象

范式要求被试通过体验到自己经历一些消极事件

和积极事件进行评估, 因此可以测量个体的乐观
偏差, 特别是日常生活事件的乐观偏差。信息转
变任务范式提供了乐观偏差不受个体对客观事件

概率影响的证据, 即使告诉被试该积极事件或者
消极事件发生的概率, 个体却总是高估积极事件
和低估消极事件在自己身上发生概率的现象。信

息转变任务描述了个体对信息(意愿信息、非意愿
信息)的倾向性, 可以有效地测量乐观偏差在大脑
中是如何保存和维持。 

3  乐观偏差的神经机制 

乐观偏差是一种积极的心理期望, 来源于个
体对生活事件的知觉偏差。社会比较范式、过去

未来想象范式以及信息转变范式都为乐观偏差的

测量提供了方法学上的支持, 不过还需要通过这
些范式进一步对乐观偏差的神经机制进行探讨。

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发现, 乐观偏差的神经机制涉
及杏仁核(amygdala)与前喙扣带回(rostral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rACC), 前额叶 (prefrontal cortex, 
PFC)和多巴胺神经系统(dopamine neural system)等。 
3.1  杏仁核与前喙扣带回 

杏仁核属于边缘系统, 具有丰富的网络连接, 
位于前颞叶背内侧部, 海马体和侧脑室下角顶端
稍前处。杏仁核不仅是情绪调节的神经中枢, 还
与情绪记忆有关。前喙扣带回(rACC)位于前扣带
回的吻侧部 , 主要与痛觉的调节有关。近年来 , 
fMRI 技术成为研究乐观偏差神经机制的一种重
要手段, 并且发现了杏仁核和前喙扣带回的激活
及其功能连接(functional connectivity)与乐观偏差
产生有关。 

长期以来, 国外学者对乐观偏差的认知机制
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但很少涉及乐观偏差的大脑
神经机制的研究。认知神经科学家 Sharot 和她的
研究团队率先开创了有关乐观偏差认知神经机制

研究的先河。他们发表在 nature 上的研究成果表
明, 杏仁核和前喙扣带回的激活增强与人类乐观
偏差的产生有关(Schacter & Addis, 2007; Sharot et 
al., 2007)。他们认为乐观偏差产生于低估未来消
极事件和高估未来积极事件的心理期望, 并且揭
示了这种心理期望的神经机制。 

Sharot 等人(2007)采用过去未来想象范式对
乐观偏差研究发现, 当个体想象未来消极事件时, 
相比于其他类型生活事件(未来积极事件、过去积
极事件以及过去消极事件), 杏仁核和前喙扣带回
存在更少的功能连接; 当被试想象未来积极生活
事件时, 前喙扣带回和杏仁核更加地激活,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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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更大, 并且不管想象积极或消极未来事件时, 
特质性乐观人群比非乐观人群的前喙扣带回激活

更强。当回忆过去事件时, 过去消极事件与积极事
件相比, BOLD (blood oxygenation level dependent)
信号在杏仁核和前喙扣带回处减少; 而在想象未
来事件时, 只有杏仁核处的 BOLD 信号与乐观特
质量表得分存在正相关 , 而其他区域相关不显
著。进而分析杏仁核和前喙扣带回的功能连接发

现, 杏仁核与前喙扣带回的功能联接和想象未来
积极事件关联性很强, 与未来消极事件关联程度
较弱(Sharot et al., 2007)。这项研究揭示了杏仁核
和前喙扣带回调节乐观偏差的神经机制。 

虽然研究者得到杏仁核和前喙扣带回的激活

与乐观偏差的产生有关。但仍然有一些问题未得

到解决：(1)如何区分过去和未来情景中产生不同
的乐观偏差效应？(2) 如何区分先天性乐观特质
和对未来事件的乐观偏差的前喙扣带回激活特

征？(3)如何区分不同亚型乐观偏差的前喙扣带回
和杏仁核激活模式？这些问题有利于进一步了解

乐观偏差的神经机制, 操纵和控制乐观偏差在大
脑中的形成和维持。 
3.2  前额叶皮质 

前额叶皮质是人类大脑的高级神经中枢, 包
括内侧前额叶(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mPFC)、眶
额叶 (orbitofrontal cortex, OFC)和背外侧前额叶
(dorsal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dmPFC)等。前额
叶常常与高级的认知任务加工有关, 例如, 记忆
和认知控制等, 而且前额叶还是自我神经系统的
中枢。采用社会比较范式测量乐观偏差发现, 乐
观偏差的神经基础主要涉及前额叶脑区(Beer & 
Hughes, 2010; Blair et al., 2013; Hughes & Beer, 
2012; Pronin, 2008)。与此同时, 信息转变范式的研
究也发现, 前额叶脑区对乐观偏差的产生和维持具
有重要的作用(Sharot, De Martino, & Dolan, 2009; 
Sharot et al., 2011; Sharot, Kanai, et al., 2012)。 

研究者采用社会比较范式结合 fMRI 技术对
乐观偏差的神经机制进行了研究。基于社会比较

的原理, Beer和 Hughes (2010)让被试对自己具有
的一些人格特质词(例如, 积极词：健谈的, 消极
词：胆小的)和其他相同条件下的大学生进行比
较。(1)采用 5点量表, 从-2到 2, 让被试进行评估。
(2)从效价(积极词、消极词)和幅度(细小词、宽广
词)两方面, 让被试对这些特质词进行评价。(3)采

用 fMRI 考查内侧前额叶和眶额叶激活程度。结
果发现, 大部分被试报告更多的积极特质, 更少
的消极特质, 即存在“高于平均水平”效应, 并且
与眶额叶的激活减少有关。Hughes和 Beer (2012)
进一步采用社会比较范式研究发现, 眶额叶的激
活程度与感知高于他人效应存在负相关, 支持了
先前的研究。这两项表明, 个体总是存在高于他
人的积极性的评估偏差, 而这种积极性的偏差很
大程度上与个体固有的乐观偏差有关。另外, 一
项采用社会比较范式的研究还发现, 背外侧前额
叶的激活增强与调节消极事件引起的乐观偏差有

关(Blair et al., 2013)。 
社会比较范式从直接的比较判断任务中诱发

相关脑区激活, 从而探究社会比较产生乐观偏差
的神经机制。正是由于这种“高于平均水平”的效
应, 使得个体在对积极事件进行社会比较时, 容
易产生乐观偏差(Beer & Hughes, 2010; Blair et al., 
2013; Hughes & Beer, 2012; Pronin, 2008)。以上这
些研究表明了乐观偏差产生的神经基础主要是前

额叶脑区(包括 mPFC、OFC 和 dmPFC)。值得注
意的是, 这些研究都是采用直接比较的方式研究
乐观偏差, 个体很容易受自我有关信息加工偏好
的影响, 并且具有一定的主观性, 研究者没有对
乐观偏差进行客观的操纵。那么怎样才能够更好

地测量乐观偏差以及研究其背后的神经机制呢？

采用信息转变范式研究乐观偏差, 有利于进一步
解决这个问题。 

乐观偏差是人类选择偏好的结果, 个体总是
具有选择那些积极的事件, 避免遭遇消极事件的
愿望(Sharot, De Martino, et al, 2009; Sharot et al., 
2011; Sharot, Guitart-Masip, et al., 2012)。Sharot
等人(2011)采取信息转变任务范式研究了乐观偏
差是如何在现实中维持和保存下来。他们发现“非
现实的乐观”与减少未来非意愿的信息编码有关, 
而编码这些信息的脑区在前额的右额下回处

(right inferior frontal gyrus, rIFG), 还发现具有高
乐观特质的个体在右额下回对非意愿信息的转变

较差, 而在对意愿信息进行转变过程时, 左额下
回 (left inferior frontal gyrus, lIFG) 和 小 脑
(epencephalon)都不存在高低乐观特质的差异。这
表明, 右额下回是信息转变保持积极信息选择的
一个重要脑区, 并且这种信息转变存在单侧优势
效应。Sharot, Guitart-Masip 等(2012)进一步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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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信息转变进行了研究, 结果证实了大脑对信息
选择的单侧优势效应。研究者采用经颅磁刺激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TMS)技术选择
性地对个体左额下回进行暂时性的损伤, 结果发
现被试对消极事件的选择性加工发生变化, 没有
出现“好消息/坏消息效应” (good news/bad news 
effect) (一种选择性忽略坏消息, 注意好消息的倾
向)。以上这些研究从人类信息选择和应对的视角, 
有利地揭示了右额下回是人类应对外界非意愿信

息的神经中枢, 左额下回是应对意愿性信息的神
经中枢。原因在于：左额下回与意愿信息的错误

评估有关(积极事件不应该总是发生在自己身上), 
右额下回与非意愿信息的错误评估有关(消极事
件有时还是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Sharot, Guitart- 
Masip, et al., 2012)。在一定程度上, 乐观偏差的产
生来源于人类对未来事件的信息选择性加工, 并且
右额下回产生消极事件的乐观偏差, 左额下回产生
积极事件的乐观偏差。综上可见, 额下回是人类乐
观偏差形成和产生的一个重要脑区。 

通过调整大脑对外界信息加工的信念, 可以
改变人类对于经历积极事件和消极事件的决策。

其实, 在很大的程度上正是由于人类固有的大脑
神经基础 (前额叶 )促使个体总是存在乐观偏差 , 
通过长期的自然选择的作用, 人类的大脑已经进
化了这种乐观偏差的神经基础, 使得乐观偏差成
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现象。 
3.3  多巴胺 

人类的行为受到乐观期望的影响, 而乐观期
望在行为决策和自我评估中具有重要作用。但是

目前很少从乐观期望的神经生物学基础进行研

究。Sharot, Shiner, Brown, Fan和 Dolan (2009)首
次开启了乐观偏差神经生物学机制的研究, 提出
了多巴胺(如 L-DOPA)的功能影响人类的预期选
择。多巴胺是奖赏学习和奖励动机行为的重要神

经递质(neurotransmitter) (Bayer & Glimcher, 2005; 
Belin & Everitt, 2008; Schultz, 2001)。那么多巴胺
对乐观偏差的形成有何影响？研究者从对未来积

极事件和消极事件的研究中, 取得了多巴胺对乐
观偏差调节的神经机制证据(Sharot, Shiner, et al., 
2009; Sharot, Guitart-Masip, et al., 2012)。 

首先, 多巴胺功能的增强会导致个体对未来
事件的积极预测(Sharot, Shiner, et al., 2009)。多巴
胺功能的提高会促使纹状体信号活动增强, 纹状

体信号是一种条件学习下表达奖赏和预测错误的

信号机制(Pessiglione, Seymour, Flandin, Dolan, & 
Frith, 2006)。其次, 当多巴胺水平提高时, 个体将
非意愿信息纳入到未来生活事件的能力受损, 这
就会导致个体低估消极事件发生的可能性, 表现
出 一 种 非 现 实 的 乐 观 即 乐 观 偏 差 (Sharot, 
Guitart-Masip, et al., 2012)。同时, 当个体想象未
来积极事件时, 体内的多巴胺的功能将提升对积
极事件的预期(Sharot, Shiner, et al., 2009)。这两项
研究都表明了多巴胺对于乐观偏差的提高具有重

要作用, 不同之处在于：Sharot, Shiner等人(2009)
研究是通过操纵多巴胺直接调节积极的享乐预期 , 
而 Sharot, Guitart-Masip等人(2012)的研究通过减
少非意愿性信息进入未来生活事件中, 进而操纵
多巴胺影响积极事件的预期。综上可见, 研究者
们从积极事件和消极事件的角度都发现乐观偏差

受到多巴胺功能的影响。 
此外, 临床研究也找到了多巴胺功能影响乐

观偏差的证据。有研究发现提高帕金森病人的多

巴胺水平(通过 L-DOPA 控制多巴胺水平), 将导
致病人对非意愿性信息的强化学习能力受损

(Frank, Seeberger, & O'reilly, 2004), 容易产生乐
观偏差。另外也有研究者从抑郁症药物中找到了

目标多巴胺, 可以促使抑郁症病人减少抑郁的认
知(Papakostas, 2006)。这些临床病人的研究也支持
多巴胺通过奖赏机制促使个体产生更多的积极性

认知, 产生乐观偏差。正如 Sharot, Guitart-Masip
等人(2012)推断的那样 , 前额区的多巴胺机制不
仅仅能够增强当前的奖赏学习, 而且具有广泛、
分散的作用机制(基底神经节到前额区)改变认知
调整。理解预测未来生活事件对于人类的行为决

策非常重要, 多巴胺可以增强个体对积极信息的
选择, 预防抑郁。 

多巴胺对于人类的信息转变, 降低消极事件
的错误预期产生的乐观偏差机制非常重要。更有

研究发现轻度抑郁的个体存在较少的乐观偏差 , 
重度的抑郁个体存在严重的悲观偏差 (Strunk, 
Lopez, & DeRubeis, 2006)。那么, 是否可以通过药物
提高多巴胺水平, 增强乐观偏差来达到治疗抑郁症
的效果？这值得今后在临床病理学中深入研究。 

4  总结与展望 

乐观偏差普遍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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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学家、经济学家、心理学家以及认知神经科学

家对乐观偏差进行了多方面、多视角的跨学科研

究。乐观偏差是一种对风险事件的认知偏差, 它
不仅仅能够促进个体的心理健康而且还能促进主

观幸福感的提升(陈瑞君, 秦启文, 2010)。乐观偏
差的研究范式有社会比较范式、过去未来想象范

式, 以及信息转变任务范式。这些范式存在各自
的特点和局限。借助这些研究范式, 认知神经科
学家采用 fMRI 技术对乐观偏差的神经基础进行
广泛的研究, 杏仁核、前喙扣带回, 前额叶皮层以
及多巴胺神经系统与乐观偏差的形成密切相关。

虽然如此, 但是该领域仍然存在不足之处, 未来
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  
4.1  结合社会比较和信息转变范式对乐观偏差

进行测量 
大量关于乐观偏差的研究都是基于社会比较

范式, 通过社会比较范式的研究发现, 在各行各
业的个体中都存在乐观偏差。然而, 社会比较范
式存在统计学上的偏差效应。现存的研究中由于

样本约束和量表反应方式的特点, 很容易使乐观
偏差存在于所测的个体中, 从而在统计概率上夸
大了乐观偏差(Harris & Hahn, 2011)。另外, 在社
会比较范式中, 采用直接比较的方式也会扩大乐
观偏差 (陈瑞君 , 秦启文 , 2010; Rose, Suls, & 
Windschitl, 2011)。到底乐观偏差是普遍存在的社
会知觉现象还是一种统计偏差？目前证据还不够

充分, 需要结合社会比较范式和信念转变范式对
乐观偏差进行测量。 

已有的社会认知神经科学研究表明, 乐观偏
差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知觉现象, 是人类长期进化
的结果 , 即人类已经形成了对积极事件的期望 , 
进而导致信念产生。Sharot等人(2007)首次采用过
去未来想象范式设计出了测量乐观偏差效应的实

验室方法, 并且也被后来的研究者大量采用和推
广。Beer和 Hughes (2010)采用社会比较范式揭示
了“高于平均水平”效应, 找到了前额叶是乐观偏
差产生的证据。近年来研究者从乐观偏差的测量

转变到对乐观偏差的操纵控制, 很好地研究了乐
观偏差是如何在大脑中产生和保持(Sharot et al., 
2011; Sharot, Kanai, et al., 2012)。可见, 操纵乐观
偏差的信息转变任务范式比最初测量乐观偏差的

社会比较范式,更好地对乐观偏差进行了测量, 让
我们看到了信息转变任务具有的优点。但是, 这

还不够, 社会比较范式是基于社会知觉风险判断
的过程, 信息转变任务范式涉及个体对刺激的信
息加工选择过程。为了更好地研究乐观偏差, 今
后应把社会比较范式和信息转变任务结合起来设

计实验, 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乐观偏差的知觉判断
和信息选择、决策的过程。 
4.2  研究乐观偏差认知机制的神经机制 

对乐观偏差认知机制的解释主要是自我中心

主义和聚焦主义。然而这些研究大都停留在行为

学上的测量 (Chambers & Suls, 2007; Kruger & 
Burrus, 2004; Windschitl et al., 2003)。近年来, 随
着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 fMRI和 ERP技术成为研
究认知神经机制的重要手段。目前, 关于自我中
心主义有关的神经机制主要体现在第一人称视角

(first-person perspective, 1PP)效应的研究上。利用
1PP 和第三人称视角(third-person perspective, 3PP)
的对比, 研究者发现中央后回、内侧前额叶与 1PP
有关 (Ruby & Decety, 2003; Vogeley & Fink, 
2003)。ERP研究也提供了 1PP比 3PP存在更大的
P300波幅效应(Zhou et al., 2010)。在研究乐观偏
差的认知机制的同时, 也可以利用 fMRI 和 ERP
技术探究与自我中心主义和聚焦主义有关的神经

机制。把乐观偏差的认知机制和神经机制相结合

的研究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乐观偏差是如何在大

脑中产生和维持的。 
4.3  采用事件相关电位对乐观偏差的神经机制

进行研究 
采用 fMRI 技术研究乐观偏差的神经机制是

一种非常重要的手段, 大部分对乐观偏差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 fMRI 上的研究, 并且主要是认知神
经科学家 Sharot 的研究团队。Sharot 等人先后发
现乐观偏差与情绪记忆有关, 乐观偏差是杏仁核
和前喙扣带回激活以及其功能连接作用, 是信念
在大脑中选择的结果, 并且额上回是产生乐观偏
差的主要神经基础, 增强多巴胺水平能够提高乐
观偏差。然而, 这些 fMRI研究从大脑空间上揭示
了乐观偏差的神经基础, 却没有在精确的时间上
来揭示乐观偏差形成的事件相关电位。与此同时, 
乐观偏差受到事件的特征、事件的属性影响, 所
以可以参照信息转变任务设计 ERP实验。这样可
以观察到与意愿信息和非意愿信息选择加工的特

异性 ERP 成分(例如, 分析 P300 成分的波幅和潜
伏期变异), 可以提供乐观偏差的 ERP 时间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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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神经机制证据。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采用事

件相关电位技术来设计实验, 揭示与乐观偏差有
关的特异性 ERP成分。 
4.4  进一步揭示不同亚型乐观偏差的神经机制 

虽然乐观偏差涉及的脑区以前额叶和边缘系

统脑区为主, 但是当前的研究却没有深入地揭示
不同类型乐观偏差的脑机制。乐观偏差可分为积

极事件和消极事件的乐观偏差, 研究发现, 右额
下回与消极事件产生的乐观偏差有关, 左额下回
与积极事件产生的乐观偏差有关 (Sharot et al., 
2011; Sharot, Kanai, et al., 2012), 这也得到了其他
研究者的支持。研究者采用左耳热量前庭刺激

(vestibular stimulation)导致个体右额下回暂时受
损 , 可以减少对消极事件的乐观偏差(McKay et 
al., 2013)。另外也有研究者发现, 调节积极事件的
产生的乐观偏差与 rACC 激活有关, 而调节消极
事件产生的乐观偏差与 dmPFC 的激活有关(Blair 
et al., 2013)。这些研究都强调了不同类型的乐观
偏差存在不同的神经机制。但是, 这些还不够, 今
后需要进一步对不同亚型的乐观偏差的神经机制

进行深入研究, 以区分两种乐观偏差的共享及独
立的神经机制。 
4.5  开展乐观偏差影响心理健康的神经机制研究 

在社会心理研究中, 乐观偏差会促进个体幸
福感提高和心理健康水平的提升。积极心理学的

发展使得人类对乐观偏差的功能, 特别是乐观偏
差与心理健康的有关功能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虽

然这些研究从行为上都表明, 乐观偏差会促进个
体体验到积极情绪 , 提高应对生活的乐观态度 , 
提高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陈瑞君 , 齐秦文 , 
2010)。但是, 背后的脑神经机制未有研究涉及。
理解背后的神经机制有利于人类更好地利用乐观

偏差来促进主观幸福感的提升。研究还发现, 抑
郁症与杏仁核和前喙扣带回功能异常有关, 多巴
胺物质增强会提高个体乐观偏差(Blair et al., 2013; 
Papakostas, 2006; Sharot et al., 2007; Sharot, 
Guitart-Masip, et al., 2012), 并且严重抑郁症的病
人不具有信息转变的能力, 不存在乐观偏差(Korn, 
Sharot, Walter, Heekeren, & Dolan, 2013)。这些结
果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乐观偏差的神经机制 , 
通过改变多巴胺水平来治疗临床精神疾病(如, 抑
郁症)。因此, 今后开展乐观偏差影响心理健康的
神经机制研究是非常有价值的课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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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ptimism bias is the tendency for individuals to believe that his or her chances of experiencing a 
positive event were higher or a negative event were lower than that to one's peers (Weinstein, 1980). The 
main behavior paradigm of exploring optimism bias contained social comparative paradigm, past-future 
imaging and information updating task. Researches by fMRI showed that the neural mechanisms of 
optimistic bias were associated with rostral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rACC), amygdala, prefrontal cortex 
(PFC)and dopamine system. Considering the paradigm of optimism bias, we could combine social 
comparative paradigm to information updating task for exploring it; the cognitive mechnisms of optimism 
bias will be researched by ERP method particllarly; and the brain region mediating subtype of optimism bias 
will also be clarified; and then the neural mechnism of mental health impacted by optimism bias will be 
demonstrated, in future direction. 
Key words: optimism bias; paradigm; cognitive mechanism; neural mechanism 


